
第50卷 第2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3月
Vol.50 No.2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3718/j.cnki.xdsk.2024.02.011 经济与管理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金 绍 荣1,罗 锐1,任 赞 杰2,刘 柯 潇3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2.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3.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999077)

摘 要:赓续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农民奋斗意志,是当前基层治理中农民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基

于2018年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

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呈正相关,即基层政

府治理水平越高,农民越倾向于认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越发增强“对未来的信心”;第二,基层政府治理

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来实现;第三,高水平的

基层政府治理正向促进了建档立卡农民和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建档

立卡农民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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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奋斗是指个体锐意进取、发愤图强的精神气概,是个体求上进的勇气与决心的综合表现。奋

斗价值观则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主体对奋斗的价值评估以及由此产生的奋斗态度、信念、主张等系

统观点[1]。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勤劳致富”是中国农民价值观的

内核,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最悠久与最浑厚的精神

力量源泉[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传统社会形态逐步解体,部分乡村呈现出“秩序失衡、精
英俘获、行为失范”等问题[3]。这一现象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奋斗价值观。一方面,在城乡贫富差

距拉大的境遇下,部分农民陷入悲观、懈怠之中,丧失努力拼搏、勤劳致富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另
一方面,在脱贫攻坚时期,部分农民习惯于依赖国家帮扶,出现“等、靠、要”思想苗头,不利于乡村

振兴伟大事业的实现。因此,在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如何高效激发农民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信心和勤劳致富的决心,是当前基层治理工作中农民思想建设的重要议题。
古谚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表明不同的地理气候会极大地影响作物生

长。同样,人的价值观也会因人生境遇不同而有所改变[4]。这些境遇既包括童年时期经历[5]、家
庭变化[6]、婚姻变故等主观遭遇,也包括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制度法规等客观因素[7],更包括经

济大萧条[8]、战争与暴力、互联网兴起[9]等重大社会事件。好的人生境遇会强化人们对“努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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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平、正义”等信念的坚守,而不幸的人生遭遇会增强人们的无力感与宿命感。宋弘等利用

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证实了高房价会扭曲公众的价值观念,导致大多数人认为努力

工作无法获得回报[10]。
同理,基层政府是与广大农民距离最近、沟通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基本单元,不同的基层政

府治理水平是否会影响农民的奋斗价值观? 如果存在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种影响在不同

群体中,会呈现什么特征? 解答上述问题,既有利于基层政府调整工作思路,提升治理水平,也有

利于激发农民的奋斗价值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此,本文采用2018年与2020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率先关注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

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拓宽了基层治理的研究边界;(2)利用实证模型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丰富了农民奋斗价值观的研究形式;(3)详细分析基层政

府治理水平对建档立卡农民和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异质性影响,细化了研究对象,为基

层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尤其对纠正部分建档立卡农民的“等、靠、要”思想可起到一

定的指导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基层政府治理与农民奋斗价值观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实践的结果[4]。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

不断深化。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个体对社会经验进行加工处理,逐步形成自我的思想观念

和意识形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个体价值观的产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价值观的形成过程

就是自我意识的进化过程,是以这种意识为指导来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11]。价值澄清理论主

张,个人价值源于瞬息万变的生活,并随经验的积累发生改变。对于农民而言,其价值观的形成

过程,也是在生产条件、生活环境、干群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断自我改良和自我建构的过

程。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成员,其价值观自然受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基层政府是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作为基层治理一线组织,其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改善农民的工作与

生活,进而影响到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图1)。

图1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的作用机理图

231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中,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

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12],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13],通过多样化治理方式,从外部

作用于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一是从德治角度出发,产生认同效应和示范效应。基层政府治

理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14]。受“上行下效”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在潜

移默化中认同并效仿基层干部行为,学习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

中展现出的拼搏、奋斗精神,产生奋斗认同。二是从法治角度出发,形成预期效应。高水平的基

层政府治理,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5]。农民面对公正的政策法规、公开的政府行为、公
平的社会环境,会接收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形成稳定向好的社会预期。在这种

预期作用下,农民会增强自身勤劳致富的决心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心,树立艰苦奋斗信念。三是

从自治角度出发,发挥引领效应。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有序、高效地引导农民进行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16]。在基层政府的有效引导下,农民学会独立思考问题、

独自面对挑战,逐渐形成自立自强的奋斗品格,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奋斗意志。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产生正向影响。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会受到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17]。

而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是个体对自我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总体性认知[18]。当农民满意度较

低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怨天尤人,难以形成奋斗价值观。奋斗价值观的缺失,不仅使个体失去

明确的目标与动力,限制其人生价值的实现,还会导致个体难以融入社会。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

涌入,本土农耕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纯朴的乡土社会元素逐渐遗失,“走捷径、功
利化、金钱至上”等不良思想开始在乡村蔓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确保农民在乡村振

兴过程中始终保持“勤劳、奋斗、乐观”的精神面貌,奋斗价值观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受到基

层政府的高度重视。基层政府治理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生活和保障就业两种

途径来实现。

就改善生活而言,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高水平的基

层政府治理能够促使乡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环境卫生不断改善,医疗水平大幅提升,通过一系

列的民生建设来增强农民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19];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加快农家书屋、

文化活动室、乡村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促使电影下乡、戏曲下乡、书本下乡等文化活

动[20]有序开展,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来增强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21];高水平的基层政府

治理能够提升党建引领水平[22],拓宽民主参与渠道[23],提高公共事务参与度[24],通过一系列的

政治文明建设来增强农民对政治生活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能够激发其

奋斗认同、奋斗信念与奋斗意志,助力其奋斗价值观塑造。在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会

更加乐观地看待生活[17],并产生自我价值实现的良好预期,形成奋斗认同,不断追求进步;大多

农民会珍惜现有的生活,忆苦思甜,增强奋斗信念,坚定共同富裕的决心;同时,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后,更高的精神追求逐渐产生,农民会自觉传承农耕文化中勤劳朴实的价值观,用顽强的奋斗意志克服

生活的困难与挑战,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a: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农民生活满意度提高,进而影响其奋斗价值观塑造。

就保障就业而言,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高水平的

基层政府治理,能够优化营商环境[25],完善就业法规,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氛围,保障农民充分

就业;能够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本下乡[26],壮大乡村产业和培育优质龙头企业,为农民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27];更能重视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强化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高素质农民培

育力度,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也会从奋斗认同、奋斗信念、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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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三个维度,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民将工作与自我价

值联系起来,将工作现状与长远发展统整起来,形成长期奋斗认同,进而提高自身工作投入度和

敬业度[28];能够增强农民的工作喜爱度和工作成就感[29],促使其形成接续奋斗信念,产生从小康奔

向共同富裕的坚定信心;还能促使农民主动追求进步与自我提升,自觉学习新技能,参与激烈的市

场竞争,用顽强的奋斗意志,鞭策自己成为与时俱进的新农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b: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作满意度提高,进而影响其奋斗价值观塑造。
(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影响的群体差异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受到农民自身禀赋差异

的影响。依据生计资本差异,农民可分为建档立卡与非建档立卡两类[30]。建档立卡农民在脱贫

攻坚时期能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更强的外围保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新阶段能利用更多的外部机会助力自身发展。然而,受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的影响,部分

建档立卡农民在资源获取成本较低的情形下容易产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依赖[31]。尽管建档立

卡农民能够利用外部机会发展,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资金,存在高昂的试错成本。

因此,即使在基层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也更容易安于现状,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奋斗意愿不

强[32]。相比之下,非建档立卡农民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和抗风险能力,整体素质较高,自我约束能

力较强,能够在高水平基层政府治理中有效整合资源,珍惜发展机会,艰苦奋斗以创造美好生活。

具体而言,为实现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相互促进、同步提升的目标,基层政府不断提升治理

水平,持续开展“宣传教育感召、文明新风培育、积分管理激励”等活动,以激发建档立卡农民的奋

斗意志,引导其树立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坚定信念[33]。尤其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以“扶贫、扶
智、扶志”为导向,推动公共资源向建档立卡农民倾斜[34],改善了该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但部

分建档立卡农民产生了福利依赖[35],奋斗意愿降低,导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其奋斗价值

观塑造的促进作用减弱。在此期间,受资源环境约束和帮扶政策的对象限制[36],非建档立卡农

民享受较少的政策扶持。但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各级政策逐步由

特惠向普惠转变,非建档立卡农民逐渐享受同等多的资源支持。依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此境

遇下,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相比于建档立卡农民,非建档立卡农民的奋斗价值观受高水平基层政府治理的正向

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hinaFamilyPanel
Studies,CFPS)。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起,旨在通过跟踪收集全国31个

省份的个体、家庭、社区层面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本文选取的数据涉及个人特

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其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农民个体特征、部分社会特征等信息来自成

人信息库,家庭特征与部分社会特征等信息来自家庭经济库。通过一系列数据清理和匹配后,最
终获得9488个有效样本,形成两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的某些变量值缺

失,回归的样本量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

1.有序Probit模型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农民奋斗价值观”是有序变量,本文借鉴相关研究[37],采用有序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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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Valueit=α1+β1Governanceit+γ1Xit+εit (1)
其中,Valueit表示第i个农民在t时期的奋斗价值观,Governanceit表示第i个基层政府在t

时期的治理水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γ均表示待估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2.机制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路径,本文参考相关研究[38],采
用依次检验法构建如下模型:

Channelit=α2+β2Governanceit+γ2Xit+εit (2)

Valueit=α3+β3Governanceit+ωChannelit+γ3Xit+εit (3)
其中,Channelit为机制变量,表示农民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ω为机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2)式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机制变量的影响,(3)式同时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和机制变量放

入模型右侧,分析其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在依次检验法中,一个机制变量的效应是否显

著,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式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显著,即系数β1 显

著;(2)式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显著,即系数β2 显著;(3)式中机制变量对农民

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显著,即系数ω 显著。其余参数含义同式(1)。
(三)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农民奋斗价值观。本文借鉴相关研究[10,39],采用“努力工作能有回报”和“对未来的信心程

度”作为农民奋斗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其中,“努力工作能有回报”指标来源于CFPS2018和CF-
PS2020数据库中受访者对问题“在当今社会,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的回答,回答包括:(1)十分

不同意;(2)不同意;(3)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同意;(5)十分同意。回答从低到高按1到5分赋

值,分值越高,表示个人越认可努力工作会得到回报。“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指标来源于CFPS
2018和CFPS2020数据库中受访者对问题“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的回答,回答从低

到高按1到5分赋值,分值越高,表明个人对未来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有信心。此处代理变量选择

的逻辑为:良好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会改善个人的内控型特征,增强个体对未来的信心,促使他

们更相信努力、勤奋等自身因素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而较差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会增加个人的外

控型特征,减少个体对未来的信心,促使他们更相信他人帮助、社会关系、时机运气等外在因素是

获得成功的关键。

2.核心解释变量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本文借鉴谢婷婷和聂卓[40]的研究,根据问卷中受访者“对本县市政府

评价”来衡量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调查选项为“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

评价是:(1)比之前更糟了;(2)没有成绩;(3)没有多大成绩;(4)有一定成绩;(5)有很大成绩”。
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农

民生产生活所需开展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农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同基层干部打交道,深知基

层政府的治理水平与服务能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对县级政府工作的评价真实反映了基

层政府的治理水平。

3.控制变量

本文选用“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作为个人特征层

面的控制变量;选用“家庭规模、家庭储蓄”作为家庭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选用“社会保障、医疗

保障、人际关系、人情支出”作为社会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和省份

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和省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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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民奋斗价值观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教育水平
政治面貌
家庭规模
家庭储蓄
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人际关系
人情支出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由“十分不同意”到“十
分同意”赋值1~5分

4.006 0.741 1.000 5.000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由“很没信心”到“很有
信心”赋值1~5分

4.198 0.937 1.000 5.000

对本县市政府评价:由“比之前更糟了”到
“有很大成绩”赋值1~5分

3.368 0.973 1.000 5.000

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由“很不满意”到
“非常满意”赋值1~5分

3.993 0.988 1.000 5.000

对这份工作的满意程度:由“非常不满意”到
“非常满意”赋值1~5分

3.598 1.015 1.000 5.000

男性=1,女性=0 0.499 0.500 0.000 1.000
实际年龄(岁) 46.360 13.940 16.000 102.000
年龄的平方 2343.000 1425.000 256.00010404.000
有配偶=1,无配偶=0 0.889 0.315 0.000 1.000
由“不健康”到“非常健康”5级赋值 2.969 1.271 1.000 5.000
由“文盲/半文盲”到“博士”8级赋值 2.413 1.136 1.000 7.000
是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1,否=0 0.003 0.058 0.000 1.000
CFPS定义为同灶吃饭家庭总人口数 4.612 2.042 1.000 21.000
家庭中现金存款(元)的对数 6.913 4.697 0.000 14.510
是否参加新农保:是=1,否=0 0.481 0.500 0.000 1.000
是否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1,否=0 0.859 0.348 0.000 1.000
人缘:由低到高打分0~10 7.075 1.948 0.000 10.000
人情礼支出(元)的对数 7.302 2.222 0.000 11.70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见

表2)。其中,(1)(3)列为只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结果,(2)(4)列为加入个体、家庭和社会

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系数分别为0.109和0.075,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表明,随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农民努力工作的回报预期提高,

未来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心增强。由此可知,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产生

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说1得到证实。
表2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1) (2)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3) (4)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118*** 0.109*** 0.092*** 0.075***
(0.014) (0.014) (0.013) (0.014)

性别 0.065** 0.073***
(0.027) (0.026)

年龄 0.017** 0.001
(0.009) (0.008)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婚姻状况 -0.025 0.239***
(0.048) (0.044)

健康状况 0.075*** 0.181***
(0.011) (0.012)

教育水平 -0.037*** -0.082***
(0.014) (0.013)

政治面貌 -0.294 0.386
(0.307)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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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 (2)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3) (4)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家庭规模 0.005 0.008
(0.007) (0.007)

家庭储蓄 -0.001 0.001
(0.003) (0.003)

社会保障 0.006 -0.034
(0.029) (0.027)

医疗保障 0.098** -0.030
(0.042) (0.038)

人际关系 0.049*** 0.142***
(0.007) (0.007)

人情支出 0.013** 0.010*
(0.006) (0.00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511 8405 8511 8405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讨论

1.工具变量法

由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选取“省级层面

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的同一性,地
理条件、文化习俗的相似性,以及资源人才的有限性,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必然会影响各基

层政府治理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农民日常的生产

生活空间一般小于省域面积,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宏观层面的平均指标难以直接影响

农民奋斗价值观,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将“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

平”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本文用“省域内其他农户对政府治理效果的评价”来衡量。
工具变量的检验及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2)(3)列为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从表中可知,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对当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
说明工具变量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进一步分析发现,Cragg-DonaldWaldF
统计量为1245.370,远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Anderson
LM统计量对应的p 值为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

问题是可取的。此外,(2)(3)列结果显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为正,且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的确正向促进农民奋斗

价值观塑造。
表3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090*** 0.053*
(0.023) (0.028)

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 -49.975***
(1.4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78.040*** 2.813*** 2.622***

(4.964) (0.213) (0.257)
不可识别检验 AndersonLMstatistic=1089.365***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WaldFstatistic=1245.37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403 8403 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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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进一步减少选择性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按照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将

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并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1∶1最近邻匹配法进行PSM 匹配。
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结果发现匹配效果良好,匹配后样本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对共同

支撑假设进行检验,倾向得分共同取值范围的结果显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在较大范围

内存在重叠,只有极少数样本在共同支撑区域外,且处理组与控制组农民的倾向得分分布较均

匀,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进一步对影响效应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努力工作回报预期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19,

且在1%水平下显著;农民未来信心程度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00,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

明,相比于较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区域的农民,身处较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区域的农民,能够显

著拥有更加强烈和坚定的奋斗价值观,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将匹配后的结

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知,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仍在

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

造,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
表4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

变量
(1) (2)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083*** 0.059***

(0.020)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553 4553

  (三)稳健性检验

1.改变研究模型

本文将有序Probit模型替换为有序Logit模型,再次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

值观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5(1)(2)列。根据结果可知,更换模型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

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前文的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用“对本地官员的信任度”替换“对本县市政府评价”,作为衡量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代

理变量,以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其中,“对本地官员的信任度”指标

来源于CFPS2018和CFPS2020的成人信息库,由受访者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进行0~10
打分,0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分代表非常信任。回归结果见表5(3)(4)列,可以发现,官员信任

度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有利于塑造农民

的奋斗价值观,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

3.子样本回归

考虑到农民对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评价容易受到周边访问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对样本进行

筛选。根据受访者对“访问时,除家庭成员之外还有谁在场”的回答,选取“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样

本,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从表5(5)(6)列可以看出,基层政府治理

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够

促进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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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努力工作
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
信心程度

努力工作
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
信心程度

努力工作
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
信心程度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194*** 0.119*** 0.116*** 0.079***
(0.027) (0.024) (0.024) (0.022)

官员信任度 0.054*** 0.055***
(0.005) (0.0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405 8405 8405 8405 3053 3053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内生性讨论”“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

观塑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
文选取“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作为机制变量,即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有助于改善农民

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进而助力其奋斗价值观塑造。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1)(2)(3)列展示了以“生活满意度”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生活满意度”,(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未来的信

心程度”。可以发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样,生活满意度对

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也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

的影响在控制了生活满意度这一机制变量后依然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减小。这说明,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的确会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进而助力其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假说

2a得到有效证实。
(4)(5)(6)列展示了以“工作满意度”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工作满意度”,(5)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未来的信

心程度”。可以发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工作满意度对农民

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同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

影响在控制了工作满意度这一机制变量后依然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减小。这说明,基
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进而促进其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假说

2b得到有效证实。
表6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111*** 0.102*** 0.026* 0.150*** 0.096*** 0.052***

(0.013) (0.014) (0.014) (0.013) (0.015) (0.014)
生活满意度 0.073*** 0.590***

(0.015) (0.019)
工作满意度 0.096*** 0.174***

(0.014)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405 8405 8405 8405 8405 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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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异质性检验

虽然以上证实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在

建档立卡农民与非建档立卡农民间是否存在差异? 理论上,可能存在的福利依赖问题会削弱基

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

影响下,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实证上,本文按照“家庭是否是建档立卡户”将样本分为建档立

卡与非建档立卡2类,进行分组回归。由于CFPS2018数据库中没有相关指标,本文利用CFPS
2020数据库中“是否建档立卡”与“建档立卡年份”两个指标,对数据进行整理,具体回归结果见

表7。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建档立卡农民还是非建档立卡农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均有利

于其奋斗价值观塑造,但对于非建档立卡农民而言,这种影响更显著,假说3得到有效证实。可

能的原因是:建档立卡农民在精准帮扶过程中享受众多政策优惠,并在多元协同治理下成功脱

贫,但受路径依赖的影响,部分建档立卡农民可能会在获取成本较低的帮扶中安于现状、不思进

取,产生“等、靠、要”等不良思想,导致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减弱,进而削弱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提升对其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在基层政府整体治理水平提升的背景下,非建

档立卡农民基于自身较好的发展条件,更能有效发挥资源整合能力,准确把握外部机会,增强内

生发展动力,塑造奋斗价值观。由此可见,在精准扶贫时期,福利依赖现象确实在建档立卡农民

中存在。但由于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的数据无法获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还有待

进一步实证检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等、靠、要”等不良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建档立卡农民的

返贫风险相对较大,基层政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工作中要更加精

准地关注该群体的思想动态,精细化地施策以提振其奋斗价值观。
表7 异质性检验

变量
非建档立卡农民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建档立卡农民

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0.102*** 0.082*** 0.095** 0.067*

(0.016) (0.016) (0.044) (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635 6635 930 930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躺平”思想,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深入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

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有助于激发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与勤劳致富的决心,促使农

民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接续奋斗。为此,本文基于CFPS2018和CFPS
2020两年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之间呈正相关,即基层政府治理

水平越高,农民的奋斗认同、奋斗信念、奋斗意志越强。经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更换计量

模型、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子样本回归等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生活满意度和工

作满意度是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从改善生活角度出发,基层政

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塑造其奋斗价值观;从保障就业角度出发,基
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塑造其奋斗价值观。第三,无论是建档立

卡农民还是非建档立卡农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均有助于塑造其奋斗价值观。但在福利依

赖的抵消作用下,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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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新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
提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而言,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线上渠道和院坝会、评理堂等线

下渠道,搭建广泛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平台,提高农民自治水平;加强法制宣传栏建

设,开展“村庄、院落、家庭”三级法治课堂教育,增强乡村法治能力;以积分制为抓手,坚持激励与

约束并重原则,通过本土化和科学化指标设计,将道德伦理、村规民约、耕读文化等元素融入乡村

治理,提升乡村德治能力;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打造“互联网+”微治理

模式,通过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提高基层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第二,强化基层政府治理

重点,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满意度。一方面,遵循“定量+定性”原则,优化基层政府考核指标体系,
增加农民“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比重,提升农民的获得感,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另一

方面,在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用工信息咨询、劳动权益保障等就业服务工作的同时,建立灾害

预警、土壤监测、产品溯源等农业数字化平台,为农民的生产决策、管理运营、产品销售等生产活

动全面赋能;在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厕所改造升级、最美院落评比等环境整治工作的同时,创
新开展村歌、村晚、村BA、村超等新型文化种类,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激发农民接续奋斗奔向共同

富裕的内生动力。第三,精准聚焦服务对象,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一方面,针对建档立卡

农民,在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帮扶链条,通过智能化动态监测、资源精

准匹配、个性化帮扶等方式,提升其可持续谋生能力,降低返贫风险,提振他们勤劳致富的信心,
塑造其正能正向的奋斗价值观;另一方面,针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在挖掘其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提
供适宜的财政金融支持和就业创业帮扶,通过思想教育、技能培训、项目扶持等方式,靶向精准地

赋能其奋斗意志,塑造其共创共富的奋斗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陈桂蓉.新中国奋斗价值观的时代特质及伦理蕴含[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25-31.

[2] 林志友,胡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代际价值观差异及其引领[J].社会科学战线,2020(6):246-251.

[3] 张波,丁晓洋.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理论探讨,2022(2):83-90.

[4] 熊龙.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1.

[5] GONGJ,LUY,SONGH.Theeffectofteachergenderonstudentsacademicandnoncognitiveoutcomes[J].Journaloflabore-

conomics,2018(3):743-778.

[6] 沈贤岚,沈又红,郭庆. 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J]. 伦理学研究,2017

(3):18-24.

[7] LUTTMEREFP,SINGHALM.Culture,context,andthetasteforredistribution[J].Americaneconomicjournal:Economic

policy,2011(1):157-179.

[8] CORDESH,DIERKESM.Aboutdepressionbabiesandreddiaperbabies:Domacroeconomicexperiencesaffecteverybodysrisk

takinginthesameway? [J].Journalofbehavioralandexperimentalfinance,2017:25-27.

[9] 李雄舟. 网络传播对青年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J]. 人民论坛,2017(2):122-123.

[10] 宋弘,罗长远.高房价会扭曲公众的价值观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21(5):

1753-1772.

[11] 陈森青.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凝练:理论辨识、原则认知与路径选择———基于方法论的视角[J]. 江苏高教,2018(12):94-99.

[12] 许源源,康儿丽.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J].公共管理学报,2023(4):121-133.

[13] 邢海晶. 从便民服务改革看政府社会治理效能提升[J]. 人民论坛,2021(12):70-72.

[14] 潘丽霞,薛红杰. 中国县级领导班子群体特征研究———基于东西部比较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3.

[15] 麻宝斌.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J]. 行政管理改革,2017(3):20-24.

[16] 郑志龙,赵春草. 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与提升路径[J]. 行政论坛,2020(5):46-51.

[17] 银小兰,周路军,朱翠英.学校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心理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

育,2023(4):497-504.

[18] ZABORSKISA,GRINCAITEM,LENZIM,etal.Socialinequalityinadolescentlifesatisfaction:Comparisonofmeasureap-

proachesandcorrelationwithmacro-levelindicesin41countries[J].Socialindicatorsresearch,2019(3):1055-1079.

141



[19] NGOOYT,TEYNP,TANEC.DeterminantsoflifesatisfactioninAsia[J].Socialindicatorsresearch,2015(1):141-156.
[20] 陈燕芽,郑永君. 公共文化供给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基于267村3445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分析[J]. 图书馆,2018(4):44-51.
[21] 董帅兵,邱星. 供给侧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振兴———基于全国31省267个村庄的调查分析[J]. 图书馆学研

究,2021(2):30-36.
[22] 程传兴,廖富洲.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J]. 中州学刊,2023(8):57-64.
[23] 唐文玉.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J]. 社会科学战线,2023(12):

202-210.
[24] 马华,王晋茹. 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村霸问题及其治理[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5-62.
[25] 文丰安.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提升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2020(6):22-28.
[26] 马华,王松磊.我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公司下乡与乡村治理[J].农业经济问题,2016(4):16-22.
[27] 邓宏图,李康,柳昕.农业产业化中的“位势租”:形成机制与利润分配[J].经济学动态,2018(10):37-49.
[28] 吴卫星,尹豪. 工作满意度与股票市场参与[J]. 经济科学,2019(6):69-79.
[29] 叶宝娟,郑清.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与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7

(3):685-691.
[30] 黄善林,陈萍,吴佳旗,等.农地富集区农地经营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比较[J].中国土地

科学,2021(10):55-63.
[31] 章文光,吴义熔,宫钰.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返贫风险预测及返贫原因分析———基于2019年25省(区、市)建档立卡实地监测调

研数据[J]. 改革,2020(12):110-120.
[32] 罗强强,张淼.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J]. 行政论坛,2023(3):124-130.
[33] 刘建武.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的深刻内涵[J].人民论坛,2020(20):62-64.
[34] 蔡宇涵,黄滢,郑新业.脱贫攻坚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24-43.
[35] 王春光.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设置与反贫实践的延续性[J]. 社会发展研究,2020(3):15-27.
[36] 丁建彪.国家战略驱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兼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双重战略”的衔接[J].政治学研究,2023(5):34-47.
[37] 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J]. 经济研究,2017(10):173-188.
[38]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39] 胡原,曾维忠.人穷志短:农村贫困与志向失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0(11):96-109.
[40] 谢婷婷,聂卓.低保制度覆盖率、瞄准效率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主观评价[J]. 农业技术经济,2023(4):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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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inuingthespiritofhardworkandinspiringthepeasantswilltostruggleisanimportantcontentofthe
peasantsideologicalconstructioninthecurrentgrass-rootsgovernance.Therefore,basedonthedataofChinaFamily
PanelStudies(CFPS)in2018and2020,thispaperusestheorderedProbitmodeltoempiricallyanalyzetheimpactof
grass-rootsgovernmentgovernancelevelonpeasantsvaluesofstruggleanditsmechanism.Thefindingsareasfol-
lows:First,grass-rootsgovernmentgovernanceleveli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peasantsvaluesofstruggle,thatis,
thehighergrass-rootsgovernmentgovernancelevel,themoreinclinedpeasantsaretobelievethathardworkcanbere-
warded,andthestrongertheconfidenceofpeasantsintherealizationoffutureself-worth;Second,theinfluenceof
grass-rootsgovernmentgovernancelevelonpeasantsvaluesofstruggleismainlyachievedbyimprovingtheirlifesatis-
factionandjobsatisfaction;Third,thehighlevelofgrass-rootsgovernmentgovernancepositivelypromotestheshaping
ofthevaluesofstruggleofregisteredpeasantsandnon-registeredpeasants,andthispromotioneffectismoresignificant
innon-registered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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